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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权贵与戏曲发展关系之检讨

——— 以臧贤和郭勋为例

■ 丁淑梅 韦 强

明代中前期，在民间戏曲相对沉寂、文人对戏曲关注有限的情况下，戏曲却在统治阶层那里获

得了保留火种的空间。众所周知的是，藩王朱权、朱有瞛都是戏曲理论家和戏曲作家。 除此之外，还

有一些权倾一时的权贵，也对戏曲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主持编集《盛世新声》、《雍熙乐府》的臧

贤和郭勋，就是这样的人物。 《盛世新声》、《雍熙乐府》分别刊刻于正德、嘉靖年间，是明代最早的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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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散曲合选选集。 正德、嘉靖是明代戏曲发展的转折时期，是明代戏曲由低迷走向高潮的时期。 而

《盛世新声》、《雍熙乐府》的编订，正出于这个转折的起点，收集了大量元明剧曲、散曲乃至时曲，可

看做是对嘉靖以前戏曲发展的资料总结。 而编辑这两部书的臧贤和郭勋， 都是当时红极一时的权

贵。 臧贤，正德年间曾任教坊司奉銮。 他虽是伶人出身，最高官位也不过九品，但他曾经深得明武宗

宠幸，权力极大，成为正德年间的一个著名权贵。郭勋则是贵族出身，袭爵武定侯，后又加封翊国公，

是嘉靖朝势力很盛的权贵。两个权贵发起先声，编订戏曲选本，整集嘉靖以前的戏曲精华，为后来戏

曲选本的编刊提供了一定的范式意义，也为戏曲创作的繁荣提供了促动力，在明代戏曲史上拥有重

要地位。 以明代上层的戏曲文化好尚为背景，考察作为权贵的两位编者的戏曲活动与编选理念，可

以厘清和进一步讨论明代权贵与戏曲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 臧贤、郭勋与明代上层文化圈热衷戏曲的风尚

郭勋，生于明成化十一年（1475），卒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其五世祖郭英是明朝开国功勋，于
洪武十七年（1384）封武定侯。正德三年（1508），郭勋袭爵。袭爵之后，郭勋又历任两广总督、三千营、
团营等军机要职。 正德十五年（1520），明世宗即位。 明世宗即位进京时，郭勋是警卫皇城的官员之
一，初得信任。 世宗继位不久，爆发了“大礼议”之争，世宗想尊生父为“皇考”，郭勋是明世宗坚定的

支持者，更得世宗信任。 嘉靖十八年（1539），郭勋被封翊国公，荣宠达到顶点。 嘉靖二十年（1541），
“给事中高时尽发勋奸利事，且言交通张延龄”，［1］（P.3823） 惹怒嘉靖帝，郭勋被逮捕入狱，次年死于狱

中。作为嘉靖时期明世宗最为器重的宠臣之一，郭勋不仅在迎驾世宗时稳定皇城局势有功，在“大礼

议”中更是世宗坚定的支持者，此外，世宗还委派郭勋参与营造慈宁宫、扈从顺天府等重要事项，可

见其在朝堂之上的权力优渥与政治影响力。

臧贤，字愚之，别字良之。 夏县人。 正德三年（1508），武宗大招乐人，臧贤以伶人进。 不久，他就
结交权贵钱宁，获得武宗宠幸。 正德六年（1511），升为教坊司奉銮。 正德十三年（1518）他申请辞归，
未获批准。 而正是在此次辞归的前一年，他编辑了《盛世新声》。 但是后来，他结交宁王朱宸濠谋反，

在京城作为内应。“宸濠遣使厚遗之，……禁中动静莫不密报于濠。”［2］（P.1843） 正德十四年，宁王起兵失

败，臧贤被捕。对于他的结局，一说死于狱中，一说被发配广西，钱宁惧怕臧贤连累自己，在其发配途

中派人暗杀。 臧贤的出身虽远不如郭勋，但得宠之时也是势位显赫。 《国榷》载：

贤得幸于豹房，赏赉巨万，赐以飞鱼服。 甲第奢僭，缙绅以贿进。 尝奉命祠泰山，守令服谒，监司郊劳，

不知为伶官也。［3］（P.3151）

可见其虽身为伶官，但实际地位几乎与王侯无异。 不仅可以代表皇帝行使祭祀之事，三司大臣

都对他毕恭毕敬，权势不可谓不显赫。

臧贤和郭勋，都与明初的戏曲文化活动密切关系。 臧贤是教坊司最高长官，作为宫廷戏曲的主

管人，自然会接触和参与不少作为宫廷礼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戏曲演出活动。而郭勋也曾蓄养

家班，雅好戏曲。他们对戏曲发展最直接的贡献，就是分别主持编集了《盛世新声》和《雍熙乐府》。臧

贤和郭勋编辑两部戏曲选本，所显示的权贵参与戏曲的专业眼光和深度，说明在明代，权贵对于戏

曲的关注，已经并非仅仅停留在欣赏、观看、创作的层面上。 之所以如此，这和明代中前期皇室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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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衷戏曲的氛围和风尚有关。

虽然明王朝初立之时，就颁布了一些戏曲演出的限令，但是皇室集团自身，却对于戏曲演出极

为热衷。 正是为了满足戏曲创作和演出的需要，明初就相继设立了教坊司和钟鼓司。 明成祖朱棣喜

好戏曲，宠任杨景贤、汤舜民等词曲见长的文学侍臣。而宣宗、英宗、宪宗皆对戏曲兴趣十足，他们在

位时，曾多次招募优伶艺人扩充钟鼓司。及至武宗，更是痴迷于戏曲，经常以观看戏曲为乐。所谓“上

之所好，下必从之”。皇室对于戏曲的喜爱，必然也会波及到官僚、尤其是幸臣之中。有的幸臣正是通

过戏曲博取君主欢心，进而受宠。正德年间权倾一时的太监刘瑾，就在钟鼓司以俳优表演取悦武宗。

“瑾朝夕与其党八人者为狗马鹰犬，歌舞角蘦以娱帝，帝狎之。”［4］（P.5651） 可见，通过戏曲和表演愉悦武

宗，是成为获得武宗宠幸的重要方式之一。而臧贤同样是以伶人的身份获幸于武宗。所以，臧贤的得

宠，首先得益于皇室尤其是皇帝对戏曲的痴迷。 而无论是伶人还是官宦，为了荣华富贵就必须投皇

帝之所好，因此他们通过各种戏曲节目的编排、剧作的编创来取悦皇室，以求升进。

嘉靖皇帝明世宗虽鲜有关于热爱戏曲的明确记载，但是他却热衷于小说。 他幼时喜读《三国演

义》和《水浒传》，有学者认为，嘉靖初年以官方名义相继刊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就和世宗的倡

导有关。 而目前所知《水浒传》最早的刊本，是郭勋所刻的武定本。 所以，郭勋当初刻《水浒传》，很可

能也是为了投世宗之所好。 而之后，他为了申请五世祖郭英进入太庙，又仿照《三国演义》和《水浒

传》的模式，组织文人编写了《英烈传》，表现其祖上郭英开国之功。 值得一提的是，郭勋不仅组织文

人编写《英烈传》，而且组织家班的优伶在世宗面前排演，并最终打动了世宗。 这说明虽不见明世宗

对于戏曲态度的直接记载，但是他也是喜爱戏曲的。 而郭勋正是利用了这一点，编写小说，编排演

出，投皇帝之所好，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郭勋编辑《雍熙乐府》，亦是出于政治目的，为讨得明世宗

欢心。 他曾经将《雍熙乐府》献给世宗，世宗见首篇“国泰民安太平了”一句，“色动曰：太平岂有了时

耶？ ”［5］（P.218-219） 要求郭勋把“了”字改为“好”。 后来得知是仁宗喜爱之曲，才没有改。 虽然未改，但可

见郭勋献给嘉靖帝《雍熙乐府》，主要是为了投上所好，具有政治投机性。

所以，权贵关注戏曲、参与戏曲，和明代中前期皇室贵族对戏曲的热崇有关。 皇帝、贵族热爱戏

曲，因此不少臣僚官宦若想取得权势或其他政治利益，就可以通过戏曲博取皇帝的欢心。 臧贤以优

伶身份获得武宗宠幸，郭勋以《雍熙乐府》讨好世宗，并通过编排《英烈传》促成政治目的，正是皇室

崇爱戏曲、君臣上下勾连的必然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臧贤、郭勋编辑戏曲选本，显然与朱权、朱有瞛

这样的藩王宗室参与戏曲创作的角度已很不同，这种权贵之于戏曲的互动关系，可能需要重新清理

并加以检讨。

二、 从权臣到罪臣———编者湮没与版本失录分析

《盛世新声》和《雍熙乐府》虽然编集目的具有一定的政治投机性，但是它们收集了丰富的元明

曲作，仍具有极大的价值和贡献。臧贤和郭勋分别是正德、嘉靖时期荣宠一时的权贵，虽然他们主持

编集了两部选本，但是两部选本在流传过程中，编者的名字却湮没无闻。

现存最早的完整《盛世新声》刊本为正德十二年（1517）刊本，卷前有“盛世新声引”，但未署撰
人。嘉靖四年（1525），张禄据《盛世新声》扩编而成《词林摘艳》，前有刘楫序言，称《盛世新声》编者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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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梨园中人。而张禄自序，则只言“正德间，裒而辑之为卷”，并未提及编者。嘉靖时期，还有一个伪本

《盛世新声》，乃《盛世新声》和《词林摘艳》之杂录，此本所题编者是“张禄”，显然是伪托。万历二十四

年（1596）又有《盛世新声》的内府刻本刊印，同样不见编者的名字。可见，自嘉靖以后，《盛世新声》编
者的名字就已经无存了。直到近代，福州龚氏大通楼藏有一种明刻本《盛世新声》，曲辞前刻有“樵仙

戴贤愚之校正刊行”，学者经过考证，“戴贤”乃是“臧贤”的涂改，① 至此才确证臧贤就是《盛世新声》

的编者。据郑振铎先生推测，这个印有“臧贤”校正刊行的刊本，可能即为原刻本。因为这个刊本不仅

印有编者名字，而且是现存刊本中唯一单独附有“万花集”的刊本，而在嘉靖年间《百川书志》之中，

记载“万花集”附于《盛世新声》之后，可见这个刊本最符合原刊本的风貌。 这个刊本刊刻年代不详，

应当不会早于正德年间，但是它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原刊本印有臧贤的名字，但是及至正德十二

年再次刊刻时，臧贤的名字已经抹去。

《雍熙乐府》的流传拥有同样的特点。 《雍熙乐府》的版本主要有：嘉靖十年辛卯本（1531）；嘉靖
十九年庚子楚藩本（1540）；嘉靖四十五年丙寅本（1566）；万历年间“海西广氏编”本；清代许友绪配
补抄本。 其最为流行的刻本是嘉靖四十五年刻本， 但是未题撰者。 而对比其初刻本即嘉靖十年

（1531）的刻本才发现，原刻本多出一篇序言。序言为春泉居士王言所作，云：“太傅武定侯苍岩郭公，
当太平无事之时，偃武修文之日，遍阅宋元迨我朝文人所作词曲，采而辑之，凡二十卷，将锓梓以广

其传，题曰《雍熙乐府》。”② 其明明白白写着编者乃是郭勋。 可见，嘉靖四十五年（1566）的刻本有意
去掉了此篇序言。

按照常理，两部选集价值很高，影响很大，加之编者的权贵身份，他们的名字理应流传后世，与

选本共享殊荣才对，可是为什么偏偏湮没无闻，甚至需要后世学者考证，才能确认他们是两部选集

的编者呢？其中主要的原因，或许与他们荣宠之时未能洁身自好，违法乱纪，以致落得个身败名裂的

政治命运和人生结局相关。

臧贤和郭勋获得荣宠之后，利用手中的权力贪赃枉法，玩弄权术，迫害士人臣僚，干预司法伦

常。郭勋曾经庇护妖人，陷害忠良。 《名山藏》曾载：“郭勋者，贪婪纵不群也。……山西人张寅即妖人

李福达也，以方往来勋家，其仇薛良首告之。 巡按御史马录，录捕寅急，寅急求勋书为解。”［4］（P.4415） 后

来郭勋勾结张璁等人，使得马录下狱，李福达反而无事。此外，郭勋常常苛扣军费，霸占庄田。户部尚

书梁材弹劾他，反被罢官。 而臧贤也曾帮助钱宁讥刺名臣杨一清，致使杨一清一度请退。

他们位高权重，其种种劣行，惹得朝野大臣十分震怒，纷纷弹劾。 嘉靖时不少大臣抨击郭勋“赋

性奸回，立心险诈，阿奉权贵，叨受天恩”［6］（P.2425）、“中外皆知其为天下之大恶、朝廷之大蠹也”［6］（P.2427）。

四川御史谢瑜更把郭勋和严嵩等人并列为“四凶”。 而对于臧贤，《明史》评论云：“武宗日事般游，不

恤国事。 一时宵人并起，钱宁以锦衣幸，臧贤以伶人幸……祸流中外，宗社几墟。”［1］（P.7875） 可见，臧贤

和钱宁等宠臣仰仗明武宗宠幸，为祸不小。

郭勋和臧贤虽然是红极一时的宠臣，但他们作恶乱为、触犯国法，不仅最终声誉败坏，而且也都

因罪获刑而终。 由此可知，正是因为他们从权臣最终变为罪臣，使得死后的刊本有意避讳他们的名

字，导致他们的名字无法和两部选集一起流传后世。而名字的隐去，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损失，对于两

部戏曲选集的流传，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本来以他们的权势，如果最终没有成为罪臣，无疑将使两

明代权贵与戏曲发展关系之检讨 63



上海戏剧学院学报 2015 年第 3 期（总 184 期）戏 剧 艺 术

部选集获得更好的传播。 但是他们成为罪臣之后，名字被隐去，致使印有二人名字的初刻本被边缘

化，其他选本的传播也受到一定影响。据统计，明清两代的目录书中，记载《雍熙乐府》的多达 15部，
但是只有康熙年间《栋亭书目》著录“郭勋”，其余目录书中，皆不著“郭勋”的名字。 《续文献通考》在

“乐律”和“词曲”两部分著录了两个版本，一个是楚藩刻本，一个是万历年间“海西广氏”本，《四库总

目》著录的也是“海西广氏”本。 《天一阁书目》、《八千楼书目》等著录的是嘉靖四十五年本，也无“郭

勋”的名字。而著录《盛世新声》的目录书也全部没有“臧贤”的名字，《百川书志》、《千顷堂书目》都只

是言“正德中人”编。 可见，不仅在现实的版本流传中，印有“郭勋”、“臧贤”的版本被边缘化，即便目

录书中也几乎不见二者名字，致使后人对印有二者名字的版本了无确知。

事实上，两个印有二者名字的初刻本，本身质量非常高。 不仅编排完整，而且刻书也很精工。 反

倒是后出的版本，内容上与初刻本并无太大差异，编刻上不仅未对它们进行超越，反而多不如初刻

本。比如《盛世新声》后来的版本，编排皆有一定问题，给人以杂凑之感：正德十二年本有的卷次印有

“甲集”、“未集”，有的则未标；大部分卷次目录未标题目，“越调”卷却标有题目；而“万花集”干脆附

于书尾，未做任何说明。而万历年间“海西广氏”编的《雍熙乐府》，则更是只有十三卷的节选本，然而

此本却为《四库全目》所著录，以至于连王国维都误以为此本才是初刻本，令人唏嘘。 所以，印有臧

贤、郭勋名字的初刻本传播不利，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质量不高，也不是因为后世刻本对它们有什

么超越，而很可能只是因为，流传过程中人们看到印有罪臣名字，即有意加以了排斥。而后来的刻本

和目录书干脆就把他们的名字隐去。 初刻本被排斥，其他选本因为无编者姓名，也必然受到一定的

轻视，导致无论初刻本还是后来刻本，都在传播中受到轻忽而至隐没。

明代正德、嘉靖时期，戏曲在一般上层社会还大多被视为俚俗小道，未能得到上层文化圈的普

遍认同，此时两个权高位重的权臣贵族发起先声，主持编撰了两部大型的戏曲选本，这无疑对于明

代戏曲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虽然两个选本无论是编集还是刊刻都具有很高的水准，可

惜却因为编选者后来在政治上的身败名裂，其选本的传播也受到种种牵累，隐没在为人忽略的角落

里，这不得不说是戏曲史上的一大憾事。

三、 颂圣和祝寿———皇权思想覆盖下的编选理念

臧贤和郭勋的权贵身份，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他们编集《盛世新声》和《雍熙乐府》的观念。这两

部选集，体现了鲜明的皇家贵族和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 它们的名字即直接表明立场，“盛世新声”

标榜“盛世”，而“雍熙乐府”的“雍熙”之意，《雍熙乐府》嘉靖十年刊本，有春泉居士所作序：

窃惟雍和者也，熙亦和者也，是稽古唐虞雍熙是已。 盖以上有尧舜之君，下有禹稷之臣，百度具新，四

方风动，可为雍熙之世矣……有雍熙之世而无雍熙之曲，固不能鸣雍熙之盛，苟非雍熙之世而有雍熙之

曲，讵能以享雍熙之福哉？ 今公当雍熙之世传雍熙之曲，是得以鸣雍熙之盛而享雍熙之福者，乃又不私所

有，欲使天下之人皆歌雍熙之曲，而乐雍熙之化……以鸣国家太平之盛。③

可见无论是“盛世”还是“雍熙”，都具有宣扬太平盛世、颂扬歌舞升平之意。

从选本内容看，二者不仅收录大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曲辞，而且这些曲辞往往排列于每卷

卷首。 《盛世新声》十卷，有近六十篇以庆赏天下太平、祝赞皇朝圣明、歌舞宴饮娱乐为题材的曲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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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了总共曲辞的近四分之一，其中有六卷是以颂圣、庆赏的曲辞为篇首。《雍熙乐府》更甚，在前十五

卷北曲当中，有十四卷是以颂圣曲辞为篇首，有的卷次甚至开篇连续两三篇都是祝颂、宴赏的曲辞。

这些颂圣、庆赏的曲辞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祝赞国家盛平、庆赏太平盛世。《雍熙乐府》全卷的

开篇就是：“【醉花阴】国祚风和太平了，是处产灵芝瑞草，圣天子美臣僚，法正官清，百姓每都安乐。”
④ 而这一篇曲辞，还被收录在《盛世新声》卷二的篇首。 《雍熙乐府》卷二开篇的曲词则是：“【端正好】

圣天子统华夷，际龙虎风云会，有贤臣宰辅扶持，八方宁靖干戈息，胜舜代过尧世。 【滚绣球】保山河

壮帝基，辅宽仁四海归，顺天心应垂祥瑞，千邦进万国来仪。”卷八为“【一枝花】皇都锦绣城，江左繁

华地，累朝天子阙，万载帝王基，水秀山奇，百姓多豪贵，庄农禾稼齐，幸遇着盛世明时，端的是丰年

稔岁。”这些曲辞也全部收录于《盛世新声》。这些曲辞多是文学侍臣或宫廷艺人所作，几乎都是华丽

的辞藻阿谀太平盛世，大量堆积华丽的词汇，描写盛平的景象，艺术水准和内涵意义都不高，但是却

占据显要的地位。

另一类庆赏曲辞是“宴飨祝寿”，也是体现了权贵立场和日常宴享生活。 例如《雍熙乐府》卷四：

“【村里迓鼓】则为圣皇眉寿，今日个百司同会，摆列着金枝玉叶，朝凤阙齐临丹陛，你看这鸾车凤辇，

锦衣花帽，有他这豪贵，更那堪九卿排，三司列，六宰齐，是看这列虎贲簪缨大职。【元和令】贺长生延

寿杯，蟠桃结九千岁，则愿的吾皇圣寿与天齐，万邦来皆进礼。”⑤ 又如《盛世新声》、《雍熙乐府》同时

收录的：“【点绛唇】国泰隆昌，万民仰望，山河壮，圣寿无疆，玩赏在金銮上。 ……【寄生草】我则见金

銮殿，列两行，文臣武将公卿相，赞吾皇稳坐蟠龙上。大明一统山河壮，寿绵绵永享锦封疆，奎星耿耿

明天象。【尾声】万国尽来降，四海无征荡，大贤门用选俊良，普天下黎民朝圣王，永延年福寿双双，赞

吾皇明主荣昌，举案齐眉进玉觞，摆列着稀奇异相，高擎着佳酿，则愿的圣明天子永无疆。”此类祝寿

词，或是祝皇帝之寿，或是祝权臣之寿，其实和歌功颂德的曲词是一个系统，虽是以皇帝、权贵个人

之寿为主，但最后还是要上升到祝赞国家之寿的高度。

这些歌功颂德、祝寿庆赏的曲辞在两部选集中占据重要篇幅，显然和臧贤、郭勋的权贵身份有

着重要关系。他们受宠于皇帝，是统治阶层的官僚，自然而然要美化、歌颂他们统治的国家。不过，这

些奉承歌赞的作品，只是华丽词语的堆积，鲜有艺术成就可言。 而且，正德、嘉靖时期，流寇猖獗，藩

王叛乱，也远非曲辞中歌颂的那样太平，所以这些曲辞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只是皇室贵族自我标榜、

满足自己声色娱乐的工具而已。因此，权贵编辑的选集，收入大量价值不高的歌功颂德、宴飨祝寿之

词，降低了其选本的含金量，这是臧贤、郭勋的权贵立场给予戏曲选集和戏曲带来的负面影响。

当然，作为戏曲选集，《盛世新声》和《雍熙乐府》也并非全部都是颂圣宴乐的曲辞，事实上，这两

部选集的曲辞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其中，以其收录的杂剧为例，有从历史剧《气英布》、《苏武还乡》

中选出的曲辞，有从《芙蓉亭》、《流红叶》等爱情剧中选出的曲辞，也有从《黄粱梦》等神仙道化剧中

选出的曲辞。 还有一些宣扬避世全身观念的曲辞，例如《七里滩》、《范蠡归湖》等剧作的曲辞。 而《梧

桐雨》、《汉宫秋》、《倩女离魂》等名剧也有大量选录。而从散曲看，两部选集也选录了大量民间爱情、

文人隐逸、市井生活、讽刺嘲笑类的曲辞。 总之，作为戏曲选集，《雍熙乐府》和《盛世新声》的选择题

材还是很丰富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题材选择丰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标准：不能违反统治阶

层的正统观念和伦理意识，不能涉及不利于统治的曲辞。这些题材中，爱情曲辞多属于皇帝贵妃、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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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佳人的爱情，不能涉及违反儒家伦理的爱情；历史剧都是咏赞忠臣良士，不能有赞美叛臣贼子的

曲辞。 而神仙道化和避世全身的曲词，旨在宣扬消极隐退的政治妥协思想，更不会对统治阶层构成

威胁。 所以，这些丰富的题材都是规限在强化皇室统治的思想意识之内。

所以，《盛世新声》、《雍熙乐府》的编选理念，具有浓厚明显的皇权和正统意识。 首先，颂圣的作

品是选集最为核心的构成，这些作品数量并非最多，但都安排在每卷的开篇或显要位置，以彰显其

重要的地位。 其次，贵族宴飨的题材占据很多篇幅，其实也是“颂圣”题材的一种延伸。 最后，虽然也

选有其他题材类型的作品，但无论从质还是量上，都不足以与皇权统治思想覆盖下的主导理念和编

选体例相匹衡。

四、 权位之优养———臧贤、郭勋之于戏曲的积极影响

虽然从权臣到罪臣，让两部戏曲选集的传播受到影响。 两部选集本身，也具有浓厚的皇家意识

形态。但是臧贤和郭勋编集的两部选集，还是可以看出权贵对于戏曲的积极意义。事实上，从明初的

藩王朱权、朱有瞛即可看出，上层文化圈之于戏曲是有很大贡献的。 朱有瞛和朱权是明前期影响最

大的剧作家和戏曲理论家。 正是他们的创作和戏曲研究，维系了杂剧在明代前期的生机，保存了相

当丰富的戏曲史料和文献。

相比于藩王，郭勋和臧贤没有创作能力，毕竟藩王往往从小会接受较为系统的文化教育，而臧

贤乃一伶人，郭勋是武臣，文化素养有限。但是，他们也拥有和藩王一样的优势。首先，他们掌握着丰

富的文献资源，控制着大量戏曲专业人才。在明代中前期，戏曲文献主要保存在上层文化圈，而很多

优伶、乐人也是由上层权贵蓄养，这就使得权贵掌握着文本和人才两个方面的戏曲资源，可以编纂、

整合戏曲文献、剧目。 其次，他们拥有较高的权位和声望，从而拥有话语权，这就使得他们倡导的理

念，拥有更为广泛的影响力。 这些优势，使得藩王没有涉猎曲选编纂之时，他们同样有能力填补空

白，从而对戏曲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丰富的剧目来源与专业的编选眼光

在明代中前期，关于戏曲的书籍主要掌握在皇室贵族的手中。 洪武初年，朱元璋为了宣教和控

制藩王，赐予藩王词曲一千七百本。这说明在皇室之中，词曲、戏曲书籍数量惊人。而且当时，戏曲书

籍也主要是在统治阶层流通。除了皇室贵族，掌握戏曲书籍的主要人群和机构，就是教坊司或内府。

据现存杂剧数量最多的赵琦美《脉望馆古今杂剧》来看，其所存的 242 部作品当中，有 95 种是抄自
内府本，其中大量剧本注明“教坊编演”，可知教坊司和内府存有大量戏曲剧本。 所以，臧贤、郭勋这

类权贵，在编纂选集时，拥有着天然的文献优势。臧贤是教坊司最高长官，所掌握的词曲剧本自不必

说。郭勋虽然在戏曲剧本上没有优势，但是其家族累世藏书，也积累了大量的图书文献，而且以他的

权势，也可以向皇室、内府索要文献资源。 所以，他们在编纂戏曲选集时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众所周知，在臧懋循《元曲选》问世以前，收录杂剧的选集和总集都不多，只有李开先《改定元贤

传奇》、陈与郊《古名家杂剧选》和《脉望馆古今杂剧》等寥寥几种。 而《盛世新声》和《雍熙乐府》作为

戏曲选集的先声，对比其他明代较早的戏曲集刊，可以发现它们保留了不少独有的作品，也可以发

现它们确立了一定择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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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新声》中，收元杂剧 30种，明杂剧 8种。 《雍熙乐府》收元杂剧 49种，明杂剧 35种。 其中，
有 28种元杂剧和 8种明杂剧是两部选集皆有的。而如果对比嘉靖、万历时期的重要杂剧选本《改定
元贤传奇》、《古名家杂剧》和《元曲选》，有 25种元杂剧和 29种明杂剧只见于《盛世新声》或《雍熙乐
府》。 其中，《流红叶》、《箭射双雕》、《芙蓉亭》、《贩茶船》、《叹骷髅》、《苏武还乡》、《谒鲁肃》、《栾巴豿

酒》、《范蠡归湖》、《秦少游》、《海门张仲村乐堂》、《汉公卿衣锦还乡》等都是非常罕见的剧作。 此外，作

为明代前期创作数量最多的剧作家朱有瞛的杂剧在永乐到正统年间是以单种刊本流传的。 其最早结

集的是嘉靖三十七年（1558）的《杂剧十段锦》，收朱有瞛杂剧 8种。 但是早在正德年间，《盛世新声》就
收录了三种朱有瞛杂剧的曲辞。 而嘉靖十年的《雍熙乐府》，更是收录了多达 31种朱有瞛杂剧的曲
辞，已经囊括了朱有瞛所有现存的杂剧。 由于朱有瞛杂剧最开始是在内府流传，显然，臧贤和郭勋

这种权贵，能够最早获得朱有瞛最丰富的杂剧作品。 可见，臧贤和郭勋掌握着极为丰富的元代戏曲

文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两部选本都为南曲专设一卷，收录的南曲多达 80 余套，不仅收录了《拜月
亭》等经典戏文，还收录了《乐昌公主》、《王祥卧冰》、《唐伯亨因祸致福》等已经亡佚戏文的部分曲

辞。这说明在明前期，南戏在民间一直盛行，甚至一定程度还影响到宫廷，否则这两部选本不可能为

南曲专设一卷。两部选本在南戏不登大雅之堂的时代能够颇有眼界地专门开设一卷，保存了珍贵的

南戏文献，同时也间接反映当时南戏的发展状态，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大功绩。没有臧贤、郭勋主持这

两部选本，可能早期南戏的不少文献都会湮没无闻，后人也无法还原明代前中期南戏发展的真实历

史。而在南戏还未壮大成为明代传奇并主流曲坛的时代，两个选本能够收录南曲 80多套，也显示其
对新起南戏的关注及其整集戏曲剧作与文献资源的眼光。

除了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源外，两部选集在择取作品的标准上也具有一定的榜样和示范意义。 二

者共收的《黄粱梦》、《梧桐雨》、《汉宫秋》、《丽堂春》、《两世姻缘》、《倩女离魂》以及《雍熙乐府》收录的

《王粲登楼》、《扬州梦》、《金钱记》分别被后来的《古名家杂剧》和《元曲选》收录。 二者共同收录的《气

英布》、《范张鸡黍》、《虎头牌》等均被《元曲选》收录。 而这些杂剧剧作，基本也都是元杂剧中的经典和

上乘之作。 这说明，两部戏曲选集不仅文献丰富，而且拥有专业的人才，能从各种文献中提炼出优秀的

作品。毕竟，臧贤领导教坊司，而教坊司里必然拥有大量的戏曲人才。而从郭勋刊刻《水浒传》、编写《英

烈传》以及组织伶人献演于嘉靖帝来看，其手下从事创作、表演的人才也相当多。

所以，权贵组织和收拢的门人和手下，具有较为专业的眼光，他们选择的作品都具有很高的水

准。 他们便利而直接地利用了内廷以及贵府所藏的珍稀文献，并加以裁汰、整合、收纳，最后编刊成

集，为后来的戏曲辑录提供了一定的标准和范式。

总之，在万历以前，皇室和权贵掌握着丰富的戏曲文献资源，控制着大量戏曲专业人才，所以

《盛世新声》、《雍熙乐府》这样具有标志意义的戏曲选集，因为权贵或贵族的参与才终得以完成。 虽

然臧贤和郭勋的编集含有功利目的，但客观上对于元明戏曲文献、剧作的收集和整理都具有了积极

而深远的影响。

（二）归大雅与小道之弃取

权贵介入戏曲和曲选，对于抬高戏曲地位、增加戏曲影响力也有积极影响。在元代，戏曲还是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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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小道，不登大雅之堂。但是到了明代，皇室和权贵却大力宣扬戏曲有助于国家世风的功用，把戏曲

从仅仅供乡野村夫娱乐的功能，抬高到教化世人、裨益国家的高度，无疑是对戏曲地位的一次肯定。

虽然皇室、权贵这么肯定戏曲的功用，是为自己声色娱乐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但是客观上，还是对

戏曲摆脱俚俗小道的偏见起到了推助作用。早在明初，朱权、朱有瞛这样的皇室贵族戏曲家，就鼓吹

戏曲的宣教功能。 朱权《太和正音谱》序云：“天下之治也久矣。 礼乐之盛，声教之美，薄海内外，莫不

咸被仁风于帝泽也，于今三十有余载矣。 ……夫礼乐虽出于人心，非人心之和，无以显礼乐之和；礼

乐之和，自非太平之盛，无以致人心之和也。 故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7］（P.29） 他宣称戏曲具有

“礼乐”、“国风”同样的作用，无疑是对戏曲地位的一次极大肯定。而臧贤和郭勋主编戏曲选本，同样

是鼓吹戏曲教化人心、宣导民风的功用。 虽然序言和引言并非他们亲自所写，但是无疑都是紧贴选

本主旨、反映选本意志之言。 “盛世新声引”云：“夫乐府之行，其来远矣。 有南曲北曲之分，南曲传自

汉唐宋，北曲由辽金元至我朝大备焉。 皆出诗人之口，非桑间濮上之音，与风雅比兴相表里。”［8］（P.7）

它特别强调了戏曲绝非“桑间濮上之音”，而是“风雅比兴表里”。 众所周知，“风雅”乃是儒家正统经

典，而“桑间濮上之音”被认为淫乱之词。把戏曲从“桑间濮上之音”中划出，进而和“风雅”并列，无疑

是认为戏曲和“风雅”一样具有宣教、感化的功能，是对戏曲地位的抬高。

除了把戏曲和“风雅”并列，肯定它有补于世的功用之外，《盛世新声》和《雍熙乐府》还都强调戏

曲乃是属于“乐府”的系统，对戏曲从形式上进行了肯定。 在明代，“乐府”已经具有正统、高雅的内

涵，朱权就曾把“乐府”和“俚歌”相对。 《雍熙乐府》特意强调了戏曲乃是“乐府”系统，《雍熙乐府》春

山序云：“夫乐府之名起于汉，是后代有作者，体制渐严。至于今日，独益精。斯乃文词之最工，声律之

大备也。其体制有十七宫调……各从其属，一句之内不可乱下，一字一调之中不可混施。一曲自非高

才博学，妙解音律者，不能按腔填词，使情明、语畅、稳谐。 乐府何者，盖前人阅历既多，腔谱已定，声

分平仄，字别阴阳，至精至备，本不可易。 故于措词之间，其字其音，一有出入，即非家法，弗惬人心，

何以传久远，被弦管哉！故此为词林之绝技，艺苑之至难也。文人才士往往难言之，求其究心精专，独

臻其妙者，代不数人而已。”⑥ 把戏曲称之为“词林之绝迹，艺苑之至难”，宣称“文人才士往往难言

之”，无疑是对戏曲地位的一次极大扭转。它不再是文人“不屑为之”的“小道”，而是文人“难为之”的

“至难”，无疑是对戏曲地位的提升。

虽然《盛世新声》、《雍熙乐府》两个选本在主导观念上遵从和宣扬戏曲“归于大雅”，但从其选篇

类型看，却并没有完全撇弃“俚俗小道”之作品。在两部选集里，俚俗之作虽存录不多，但是那些反映

民间生活、世俗百态的作品还是有一部分被采录选入进来。在剧曲部分，两部选集收录了《鸳鸯冢》、

《货郎担》、《魔合罗》等表现民间爱情、市井生活、世俗公案的杂剧，而收录的南戏作品《王祥卧冰》

《唐伯亨因祸致福》等，主题上虽有道德训诫意味，角色声口、故事情味却也极具世俗气息。两部选集

也收录了不少反映青楼歌妓生活和市井情爱的散曲，尤其在《雍熙乐府》中，这类作品甚至可以占到

五分之一的比例。 所以两个选本虽然在观念上把戏曲与“风雅”、“乐府”相比，一定程度提高了戏曲

地位，但在具体选篇类型上又多少涵容了显露世俗气质的剧曲与散曲作品。 可见，两个选本在有意

识地将戏曲“归于大雅”的同时，对于戏曲的“小道”之作，尚持着有所弃、亦有所取的态度。这种较为

博通的编选理念对于戏曲民间性特质的认识和包容， 正显示了作为明代早期戏曲选本的编选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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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能可贵之处。

所以，明代对戏曲地位的提升，皇室和权贵功不可没。 他们把戏曲和“国风”、“乐府”并列，从内

容、功用、形式上都给予极大的肯定，无疑提高了戏曲的地位和社会认知度。 由于他们的身份，这种

观念的影响力必然很大，并且有利于扭转文人阶层的偏见。嘉靖、万历之后，大批文人迅速投入到戏

曲选集、创作和评点之中，不得不说和权贵所倡导的风气有一定关系。与此同时，《盛世新声》、《雍熙

乐府》也关注和容纳了戏曲的世俗性，在戏曲“归雅”的主导倾向中，也为戏曲之俚俗小道保留了容

身的空间，使得戏曲来自民间的活泼的生命力得以保存。

结 语

以臧贤和郭勋编集的《盛世新声》、《雍熙乐府》为中心，我们可以看到明代权贵之于戏曲，是有

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的。虽然他们重视戏曲的动机，或是声色娱乐的需要，或是政治目的的需要，而且

往往为戏曲注射浓烈的正统观念和统治思想，但是他们同时掌握着丰富的文献和人才，有利于编辑

水平较高的戏曲选集；他们又拥有话语权以及改变风气的号召力、影响力，因此他们宣扬戏曲与“风

雅”、“乐府”并列，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戏曲的品味和地位。 而二者重雅而不避俗、剧曲散曲融通、雅

俗兼收的选篇取则，也拓展了明代戏曲传播接受的疆域。明代权贵之于戏曲发展具有的积极推助作

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审视和思考权贵的参与与戏曲发展之关系的问题阈。

注 释:
① 龚氏收藏此书，便怀疑“戴”字乃是“臧”字的涂改，之后黄缘芳、汪蔚林等人皆确认“戴贤”即“臧贤”。 详见王

钢、王永宽《〈盛世新声〉与臧贤：附说〈雍熙乐府〉与郭勋》（《文学遗产》1991 年第 4 期）。

②③ 转引自陈洛嘉《国家图书馆所藏辛卯本〈雍熙乐府〉考》，台湾《国家图书馆馆刊》2012 年第 1 期，陈氏引自

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十年刊本《雍熙乐府序》。

④ 引自双红堂藏嘉靖四十五年（1566）刊本《雍熙乐府》，（双红堂”为日本著名书志学家长泽规矩也书斋名，缘

自长泽规矩也的明宣德十年（1435）刊本《新编金童玉女娇红记》、崇祯本《新镌节义鸳鸯眆娇红记》，而小说

《娇红记》一名《双红传》，后归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

⑤⑥ 双红堂藏嘉靖四十五年（1566）刊本《雍熙乐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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